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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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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计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农户为实现可持

续生计而采取的生计行为。基于湖南搬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影响生计策略选择

的机理。研究发现：①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

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对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

非农经营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②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

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有显著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转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对搬迁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完善后续服务、加大教育培训、有效

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当地产业等差异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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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脱贫攻坚进程，2015 年国家针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地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启动实施了易地扶贫

搬迁项目，这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计划通过搬迁安置和后续扶持，持续提升贫困移民群体生计安全与质量，最终实现

脱贫解困。移民面对易地搬迁带来的地理位置、生产生活条件、社会环境、公共服务等外部环境变化，需要对生计资本进行重

新配置并调整生计策略，努力做到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确保搬迁对象尽快脱贫，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在这

一适应性变迁过程中，移民生计资本重新配置对生计策略选择产生什么影响？他们对生计策略选择又会对可持续生计实现起到

什么作用？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移民可持续生计目标下的生计行为取向，为政府制定精准扶贫措施提供微观证据。 

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扶贫开发和生计建设项目的研究，并衍生出多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目前DFID提出的 SLA

框架应用最为广泛，该框架认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其生计资本状况决定［1］。易地搬迁改变了移民生计资本存量和结构，并促

使依托于生计资本的生计策略随之变化。移民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①搬迁对移民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

的影响。从政策逻辑上讲，公共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扶贫搬迁政策时默认搬迁可以改善移民生计资本、提高生计策略多样性，进

而提升移民生计安全和质量。但一些研究发现，搬迁在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同时，可

能也会对其农林生产、土地利用、社会融入等产生负向影响［2-6］。搬迁意味着原有生计资本中的自然资本损失［7］、人力资本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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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会资本部分丧失［9］，而移民如果不能根据自身生计禀赋变化及时调整生计策略，其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而陷入生计困境［10-11］。

②移民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移民实现生计策略调整并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建立在一定生计资本基础上，并受到经济、

社会和资产等多重因素约束，与一定自然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相适应
［12］

。在风险性环境下，移民生计资本差异决定了生

计策略差异，不同生计活动产生的生计结果差异又会反作用于生计资本［13］。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较多的

移民倾向于选择非农型或兼农型生计策略，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较多的移民则倾向于农为主策略，家庭结构、地理空间、自然

资源环境、安置政策等因素对生计策略也有影响［14-19］。③搬迁对移民生计安全的影响。生计安全是农户生计资本配置和生计策

略选择的重要考量目标，贫困脆弱性是衡量生计安全的重要内容。学界对扶贫搬迁如何影响移民贫困脆弱性做了较多讨论，李

聪分析了不同搬迁动机和安置模式的易地搬迁对移民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发现搬比不搬更能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工程类移民

相较于扶贫、生态和避灾搬迁贫困脆弱性更高，集中安置比分散安置更有利于降低脆弱性［20］。宁静等研究发现易地搬迁能够破

解移民自然禀赋束缚，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促使移民生计策略转变，从而降低移民贫困脆弱性
［21］

。 

从已有研究看，学界基于可持续分析方法对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关系展开了较充分的探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有益

思路和启示。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未能较好地体现移民可持续生计动态实现机制全貌。现有研究多落脚于移民生计资本

变化及有效性上，而在 SLA 框架中，搬迁带来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变化只是整个生计链条的中间环节，这种变化导致的生计策

略重构才是移民可持续生计的关键，因此理清移民生计链条的各个环节，并深入分析每个环节的生计内容以及环节间有效衔接

机制，呈现移民可持续生计动态实现机制，非常有必要。第二，对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实证分析偏重于评估总生计资本

及其构成的各类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很少就每一类细分生计资本所对应变量再进一步深入的具体分析，即未能有效识

别影响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具体决定因子。基于此，本文试图做以下拓展：第一，借鉴 SLA 框架，构建易地搬迁背景下生计资

本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分析框架，以反映移民生计动态变化全貌。第二，系统探讨具备不同生计资本禀赋特征的移民生计策

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识别问题。第三，分析生计资本中哪些具体因素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发生变化产生影响，探索移民遭遇外

界环境变化后，动态调整生计策略以重新形成预期生计结果的规律，以期对具有不同生计资本特征的移民进行精准扶贫，防止

出现返贫现象，更好地解决易地搬迁农户生计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1 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1.1 分析框架 

本文以 SLA 框架为基础，重点考察易地搬迁背景下移民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图 1）：①影响移民生计的外

部环境背景有：外部环境、外力冲击和外在特征。易地搬迁地区生态脆弱与经济贫困叠加，构成了影响当地贫困农户生计状况

的外部环境。外力冲击为扶贫搬迁对移民生计资源可及性和资本可配置性的影响冲击。外在特征指移民家庭人口特征和居住社

区环境地理特征。外部环境变化、公共政策冲击和家庭社区特征，均影响移民生计资本状况及生计活动选择。②在易地搬迁背

景下，移民生计动态遵循“搬迁冲击—生计资本变化—生计策略调整”的逻辑。搬迁冲击导致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性的变

化，加上外在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移民生计策略及生计活动。随着搬迁引致的生计资本结构和水平变化，移民生计策略还会

发生相应的转化。③移民选择合适生计策略，产生期望生计结果，而生计结果反过来也会对生计资本产生作用，使得移民生计

进入下一轮循环过程［1］，直至这一传导机制进入相对稳定状态即生计可持续。这一框架展现了移民面对外部环境变化，重新配

置生计资本构建适合生计策略，进而实现可持续生计目标的作用途径。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二元 Logistic 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一方面，利用 K均值聚类分析定量划分移民生计策略类型，

分别以划定生计策略类型为因变量，以五大类型生计资本为自变量，依次将某一类型生计策略赋值为 1，其余类型生计策略赋值

为 0，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移民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为揭示移民生计资本中哪些因素

对生计策略选择及转化产生影响，将移民各类型生计策略作为因变量分别赋值，并以其中某种类型生计策略作为参照，选取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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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生计资本构成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生计策略影响因素。 

 

注：虚线框旨在补充说明易地搬迁背景下移民生计决策全过程作用机理，将不作为具体变量纳入分析。 

图 1 易地搬迁背景下移民生计策略分析框架 

2 移民生计资本测算与生计策略识别 

2.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①研究区域。湖南省内有纳入全国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是国家脱贫攻坚重点区域，两大片区搬

迁人口占湖南省搬迁人口总数的 68.24%。因此，本文选择位于湖南省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及周边的茶陵县、常宁市、桃源县、

桑植县、慈利县、永定区、麻阳县 7 个县（市、区）作为研究区域，这些县（市、区）均为国家级或省级扶贫工作重点县和易

地扶贫搬迁工作重点县。 

②数据来源。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 2017 年 7—10月进行的入户问卷调查。数据抽样过程为：首先，在每个县（市、区）选

择乡（镇）2 个，共抽取 14 个乡（镇）。然后，对抽中乡（镇）各抽出 2 个安置村。最后，对抽中村各随机抽取 10 户移民。本

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280份，回收有效问卷 229份，问卷有效率为 93.5%。调查涉及 229 户搬迁户共计 844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2 生计资本测算 

结合搬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移民生计特征等实际情况，借鉴 Sharp、李小云、杨云彦、丁士军等国内外学者度量生计

资本评估指标方法［22-25］，构建的移民生计资本测量指标见表 1。借鉴刘婧等做法［26］，采用熵值法对生计资本各指标进行赋权。

由于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在单位和量纲上均有所不同，为消除量纲影响，本文采取 Min-max 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均一化处理。

然后，采用加权标准化模型，根据标准化指标值及相应权重，分别计算出移民各类型生计资本值和生计资本总值。表 1 的物质

资本的资本均值最大，反映了易地搬迁对农户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改善明显；其次是金融资本，说明政府为推进易地搬迁和脱

贫发展，提供了较好的金融扶持政策；再次是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移民抵御风险、拓宽生计的能力，人

力资本是移民维持家庭生计、促进生计模式创新最重要因素；最后是自然资本，反映移民搬迁后生计模式发生了改变。 

表 1 移民生计资本测量指标 

资本类型 测量指标 指标赋值 权重 资本均值 

 人均耕地种植面积N1 按家庭人均耕地实际种植面积统计（亩）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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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 N 人均林地种植面积N2 按家庭人均林地实际种植面积统计（亩） 0.66 0.09 

 耕地质量N3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0.09  

 房屋结构P1 土木=1；砖木=2；砖瓦=3；钢筋混凝土=4 0.04  

物质资本 P 固定资产情况P2 耐用消费品和大型生产工具数量/家庭固定资产总量（%） 0.56 0.55 

 村庄生活用水情况P3 有自来水=1；无自来水=0 0.40  

金融资本 F 家庭总收入F1 按家庭实际年收入统计（元） 
0.30 

0.70 
0.50 

 是否获得过正式/非正式金融支持F2 获得过=1；未获得过=0 0.21  

人力资本 H 劳动力数量H1 按家庭实际劳动力适龄人口统计（人） 0.75 0.26 

 参加过非农培训的人次H2 按实际参加培训人数统计（人·次） 0.04  

 平均受教育年限H3 家庭成员教育年限平均值（年） 0.20  

 急需大笔开支可获资金支持户数S2 可以借到钱的户数（户） 0.46  

社会资本 S 是否参与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S3 是=1；否=0 0.12 0.32 

 拜年网规模S3 过年要拜访的亲朋好友户数（户） 0.04  

 与周边人人际交往情况S4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0.18  

生计资本 Z  Z=N+P+F+H+S  1.71 

 

2.3 生计策略识别 

农户生计策略是农户根据自身生计资本禀赋所做出的行为策略。基于不同研究目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方法，学界对生计策

略类型划分也存在差异。Scoones 把生计策略分为纯粹依靠农业生产策略和多样性策略两类［27］。赵文娟等按照是否参与非农生

计活动和有无非农收入，以及非农收入占比不同，将农户生计策略分为纯农型、农兼型、兼农型三类［13］。蔡洁等运用 K-均值聚

类将样本农户生计策略分为兼业型、务工主导型、农业主导型三类［16］。徐定德等依据家庭农业总收入占家庭生产性总收入 90%

以上、50%～90%、10%～50%和 10%以下，将农户生计策略分为纯农型、农为主型、非农为主型、非农型四类［28］。黎洁按照某项

收入占家庭总收入 50%以上的标准将移民生计策略分为传统生计专业化型、非农专业化、多样化和补贴依赖型四类［2］。李聪等根

据生计活动参与情况将农户生计策略分为农林种植、家畜养殖、非农经营和外出务工四类［3］。本文参考已有研究并结合移民情

况，选取农户家庭劳动力占比、农业收入占比、务工收入占比、非农经营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转移性收入占比等 5 个变量

作为投入指标进行 K-均值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移民生计策略可以定量划分为务工主导型、农业主导型、非农经营型、补贴依赖

型四类（表 2）。 

表 2移民生计策略分类 

变量 务工主导型 农业主导型 非农经营型 补贴依赖型 

劳动力人数占比 0.585 0.591 0.473 0.102 

务工收入占比 0.843 0.402 0.038 0.057 

农业收入占比 0.078 0.493 0.085 0.066 

转移性收入占比 0.054 0.074 0.179 0.845 

非农经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 0.026 0.029 0.699 0.035 

人均收入（元） 9612.2 5482.3 6396.8 2694.9 

 

3 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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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变量选取及说明 

根据图 1 的分析框架，选择移民生计资本特征、家庭人口特征、社区环境地理特征等方面来定量分析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

影响因素，具体指标变量选取见表 3。 

表 3生计策略影响因素变量选择及说明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移民生计资本特征      

自然资本（A） N∈[0,1] 0.09 0.01 0.77 0 

物质资本（P） P∈[0,1] 0.55 0.03 1 0.04 

金融资本（F） F∈[0,1] 0.50 0.13 0.95 0 

人力资本（H） H∈[0,1] 0.26 0.08 0.84 0 

社会资本（S） S∈[0,1] 0.32 0.03 0.95 0.02 

移民家庭人口特征      

户主健康水平 健康=1；疾病=2；残疾=3 1.74 0.74 3 1 

户主年龄 实际观测值（岁） 53.30 13.35 87 27 

户主文化程度 小学=1；初中=2；高中=3；大学及以上=4 1.39 0.61 4 1 

户主婚姻状况 已婚=1；离婚=2 ；未婚=3 1.37 0.70 3 1 

家庭规模 家庭总人口（人） 3.69 1.28 8 1 

土地处置方式 自耕=1；流转=2 ；抛荒=3 1.39 0.70 3 1 

社区环境地理特征      

安置地区 大湘西地区=1；环洞庭湖地区=2；大湘南地区=3；长株潭地区=4 2.10 0.98 4 1 

安置模式 分散安置=0；集中安置=1 0.72 0.45 1 0 

安置地交通条件 很差=1 ；较差=2 ；一般=3 ；较好=4 ；很好=5 3.08 1.24 5 2 

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 很差=1 ；较差=2 ；一般=3 ；较好=4 ；很好=5 1.62 0.95 4 1 

 

3.2 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移民的补贴依赖型生计策略受国家扶贫、农业补贴、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影响较大，故本文不运用模型进行模拟。因

变量选择为务工主导型、农业主导型、非农经营型三类。采用 SPSS19.0 软件，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见

表 4、表 5和表 6。 

表 4不同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解释变量 
务工主导型 农业主导型 非农经营型 

B Wald Exp(B) B Wald Exp(B) B Wald Exp(B) 

N -5.834* 4.641 0.003 0.948* 3.620 140.845 1.591 0.251 4.910 

P 0.752 0.714 2.122 -0.681 0.565 0.506 -0.273 0.038 0.761 

F 1.123** 6.377 3.075 -0.977** 4.693 0.376 0.489** 0.430 0.613 

H 1.901** 4.285 6.692 -3.587***   11.838 0.028 3.120** 4.993 22.644 

S 0.954* 2.527 0.385 1.372 4.842 0.334 0.927* 0.806 0.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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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211） H-L Chi-square=6.433 H-L Chi-square=6.937 H-L Chi-square=7.209 

  
(df=8 

Sig.=0.433) 
  

(df=8, Sig. 

=0.543) 
  

(df=8, Sig. 

=0.514) 
 

 

注：*、**、***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 

3.2.1 移民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由表 4 可知，自然、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 4 个因素对研究区移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自然资本为负

向影响作用，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为正向影响作用，表明移民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

自然资本越丰富，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可能性越小。自然、金融和人力资本三个因素对研究区移民选择农业主导型策略具有显

著影响，其中自然资本为正向影响作用，金融和人力资本为负向影响作用，表明移民自然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选择农业主导

型策略；金融和人力资本越丰富，选择农业主导型策略可能性越小。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三个变量对研究区移民选择非农经

营型策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移民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越丰富，越倾向于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究其原因，第一，移民

金融资本越丰富，意味着融资可及性较强，比较容易脱离农业生计活动，而选择外出务工或从事回报更高的非农经营投资，来

满足家庭生计需要。第二，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意味着移民家庭可能劳动力数量较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好，劳动技能和信

息处理能力更强，为从事非农经营和外出务工提供了更好基础和条件。第三，社会资本丰富，表明移民家庭获取、处理、利用

各类信息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能力更强，有利于移民更好地把握就业机会和非农经营途径。第四，移民自然资本越丰富，越倾

向于从事农业生产，一是耕地、林地等自然资本仍是移民最可靠生计资源，二是移民对于从事农业生产更为熟悉，能够更为稳

妥地应对搬迁带来的生计风险。因此，移民自然资本增加会更倾向于选择农业生计活动来获得收入。 

表 5移民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回归结果 

变量 
务工主导型/农业主导型 非农经营型/农业主导型 

系数 RRR 值 边际效应 系数 RRR 值 边际效应 

自然资本 -6.131** 0.002 -1.472 -1.354 0.258 0.165 

物质资本 0.798 2.221 0.191 0.178 1.195 -0.021 

金融资本 1.141** 3.131 0.280 0.117 1.124 -0.042 

人力资本 3.266*** 26.206 0.583 5.169*** 175.782 0.279 

社会资本 -1.306** 0.271 -0.251 -1.672 0.188 -0.079 

常数项 -0.776 0.460 - -2.412** 0.090 - 

 

注：1.RRR值表示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比值的贡献，以农业主导型为基准组；2.*、**、***分别表示1%、5%、10%的显

著性水平。表 6同。 

3.2.2 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的影响因素。由表 5 可知，移民自然、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

略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从不同生计资本类型对生计策略选择贡献率（RRR 值）来看，金融和人力

资本是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的关键因素，自然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

具有负向显著影响效应。当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自然和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策略转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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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分别下降 0.002 倍、0.271 倍；金融和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策略转化发生率分别扩大 3.131

倍、26.206 倍。物质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影响不显著。分析发现，移民社会资本水平高倾向于

选择农业主导型策略，这与通常形成的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获取务工信息和就业支持的认识存在偏差。出现偏差的可能

原因是，研究区域由于开发相对落后，保留了许多宝贵的特色农产品资源，符合现代城市居民对绿色、安全、特色农产品的要

求，贫困农户通过社会资本拓展了解到这类信息情况，可能会倾向于留在本乡本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以满足这类农产品供应

需求，因此降低了农户选择务工生计活动可能性。 

表 6移民生计资本细分变量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务工主导型/农业主导型 非农经营型/农业主导型 

系数 RRR 值 边际效应 系数 RRR 值 边际效应 

生计资本特征 自然资本 人均耕地种植面积 -2.720 0.066 -0.654 -3.378 0.034 -0.013 

  人均林地种植面积 -8.084** 0.0003 -1.971 -3.325 0.036 0.009 

  耕地质量 -1.802** 0.162 -0.433 -3.526 0.029 -0.017 

 物质资本 房屋结构 2.082 8.017 0.489 5.603* 271.133 0.031 

  固定资产 -0.258 0.773 -0.028 -8.901** 0.0001 -0.061 

  生活用水情况 1.003 2.726 0.247 -0.177 0.838 -0.005 

 金融资本 家庭总收入 5.828*** 339.693 1.480 -12.362*** 0.011 -0.110 

  
是否获得正式/ 

非正式金融支持 
0.334 1.396 0.080 0.499 1.648 0.002 

 人力资本 劳动力数量 -1.114 0.328 -0.256 -4.388 0.012 -0.026 

  非农培训 0.543 1.721 0.108 6.323*** 557.301 0.042 

  平均受教育年限 1.161 3.192 0.303 -4.472 0.011 -0.036 

 社会资本 资金支持户数 -2.638 0.072 -0.617 -7.580 0.0005 -0.042 

  是否参与农合组织 -0.643 0.526 -0.156 -0.423 0.655 0.0003 

  拜年网规模 -0.981 0.375 -0.233 -2.062 0.127 -0.010 

  与周边人际交往 0.811 2.250 0.200 -0.352 0.703 -0.006 

  公共事务参与情况 0.062 1.064 -0.015 -0.016 0.984 -0.0003 

社区环境 

地理特征 
 安置模式 -0.581 0.559 -0.137 -1.511 0.221 -0.008 

  安置地区 -0.513 0.599 -0.137 2.791* 16.289 0.022 

  安置地交通条件 2.580*** 13.191 0.626 1.679 5.361 0.001 

  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 1.514 4.543 0.348 5.907** 367.609 0.035 

家庭人口特征  户主年龄 -0.164 0.849 -0.036 -1.098 0.334 -0.007 

  户主健康水平 0.961* 2.615 0.226 2.429** 11.353 0.013 

  户主文化程度 -1.153 0.316 -0.277 -1.539 0.215 -0.006 

  户主婚姻状况 0.840 2.317 0.208 -0.504 0.604 -0.007 

  家庭规模 -1.979 0.138 -0.502 4.105 60.613 0.037 

  土地处置方式 1.854** 6.385 0.450 1.374 3.950 0.002 

  常数项 -4.135* 0.017 - -2.963 0.052 - 

  PseudoR2   0.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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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可知，自然资本细分变量中，人均林地种植面积和耕地质量是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关

键因子。当其他解释变量不变时，人均林地种植面积和耕地质量每增加一单位，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发生率将降低 0.0003倍和

0.162 倍。主要原因在于，外部自然条件影响农户生产方式，土地资源禀赋决定农户农业生产成本，林地耕种面积增加和耕地质

量高，意味着移民进行农林生产经营活动更有比较优势，移民更倾向于选择农业主导型策略，这与已有很多研究得到的结论相

一致［13，28］。金融资本细分变量中，家庭总收入是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显著影响因素，家庭总收入

每增加一单位，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发生率将扩大 339.693 倍。调研数据显示，务工收入是移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工资性收

入占调查移民家庭总收入的 54%。这种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特点，使得移民从改善家庭收入角度出发更易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社

区环境地理特征中，安置地交通条件对移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安置地交通条件每改善一单位，选择务工主

导型策略发生率扩大 13.191倍。说明安置地交通条件越好，移民外出务工可能性越大，反而降低了移民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经营

可能性。家庭人口特征中，户主健康水平对移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健康水平每提高一单位，选择务工

主导型生计策略发生率扩大 2.615 倍。说明户主健康状况良好，选择外出务工谋生可能越大。这是因为户主作为现阶段我国农

村家庭主要劳动力，其健康水平与家庭劳动生产率有直接联系，户主健康状况好会易于选择最优生计策略以获得更高收入，而

由表 2 可知务工相比务农人均收入更高，所以户主健康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土地处置方式对移民选择务

工主导型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在选择土地流转或抛荒等非自耕的土地处置方式情况下，移民采用务工主导型概率明显增

加。主要原因是，多余劳动力可以从农业生产经营中替换出来，从事非农活动，以获取收入来满足家庭生计需要。 

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的影响因素。由表 5 可知，人力资本对移民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非

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从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贡献率来看，人力资本是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

营型转化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发生率扩大 175.782 倍。原

因在于，表 2 数据说明非农经营型人均收入相比农业主导型更高，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是更好选择。这与现实情况相符，农户

家庭人力资本越高，在同等情况下更倾向于选择非农型策略，这也可以从人力资本偏回归系数从务工主导型（3.266）到非农经

营型（5.169）一直增大看得出。正是由于人力资本水平不足，移民才选择了其他生计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收入水平。

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对移民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影响不显著。 

由表 6 可知，物质资本细分变量中，房屋结构和固定资产是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关键因子。

房屋结构对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房屋结构每改善一个单位，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

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发生率扩大 271.133 倍。可能的原因是，按照易地搬迁安置房建设要求，各地安置房结构基本上为砖瓦结

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并且统一完善了生活设施。这类住房对于迁入区为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部分移民来说，可以以房入股形

式参与社会资本牵头的民宿开发，或者开发房屋商用价值。因此，房屋结构好的移民更易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调研也显示，

在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移民家庭房屋条件越好，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概率越大。固定资产情况对移民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

非农经营型转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效应，固定资产每改善一个单位，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发生率就降低

0.0001 倍。这是因为，由于固定资产衡量成分中较多纳入了农业机械和农业生产设施，因此固定资产变量对选择非农经营型策

略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说明移民家庭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条件越好，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概率越小。 

金融资本细分变量中，家庭总收入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总收入每增

加一单位，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发生率将降低 0.011 倍。说明随着家庭总收入增加，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概率明显减少。当前

务工仍是湖南贫困农村地区家庭调整生计策略首选和收入主要来源，调研数据显示，62%的调查移民过去一年中进行了务工活动，

其中 68.3%的移民外出务工，仅有 31.7%的移民在本地打工。李聪、伍艳等研究表明，打工拓展了农户家庭多样化生计渠道，本

地打工相比外出打工更能增加家庭多样化生计指数，克服生计脆弱性，其原因是，农户本地打工劳动力在获取务工劳务收入同

时，能够利用闲暇时间适当兼顾家庭所需的本地其他生计活动，以此增加家庭生计多样化途径，而农户家庭外出务工劳动力则

难以兼顾本地其他生计活动，这些本地其他生计需要家庭另增劳动力来进行，劳动力数量不足的农户家庭甚至可能放弃这些生

计活动，因此外出务工可能会弱化农户家庭生计多样化［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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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正是这种农户家庭收入结构特点，使得移民从改善家庭收入角度出发更易选择务工谋生，而移民外出务工比例远大于

本地打工比例实际情况，也对移民家庭其他生计活动劳动供给产生替代，导致移民家庭劳动力从事非农经营概率减少。人力资

本细分变量中，非农培训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非农培训每增加一单位，选择

非农经营型策略发生率将扩大 557.301 倍。说明参与非农培训人次越多，移民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概率越大。原因是，非农培

训有助于提高移民进行非农业生产活动效率，增强从事非农活动竞争力。此外，对于相对闭塞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移民而言，

非农培训所获取信息对其帮助较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移民从事非农活动概率。社区环境地理特征中，安置地经济发展水

平变量对移民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一单位，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发生率扩大

367.609 倍。说明随着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移民家庭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概率显著增加。 

调研发现，现有易地搬迁以集中安置为主，安置地选点大都靠近县城或乡镇，经济合作组织和各类技术技能培训资源丰富，

政府在集中安置社区管理方面也配备了专门人员机构，移民集中居住在安置社区能够更便利地加入各类经济合作组织，参加各

类技能培训，能够获得比以前更加及时有效的信息资源，生产、生活、就业选择渠道也更加多样，更易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

安置地区差异变量对移民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安置地区差异每提高一单位，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发生率

扩大 16.289 倍。说明迁入地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移民家庭选择非农经营策略概率将会显著增加。从地区变量设置

看，湖南省大湘西地区、环洞庭湖地区、大湘南地区、长株潭地区四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大致是顺次递增的，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高，该区域移民从事非农经营可能性也相应增加，更倾向于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家庭人口特征中，户主健康水平对移民选

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健康水平每提高一单位，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发生率扩大 11.353倍。说明户主健康

状况良好，会更愿意从事非农生计活动获取收入。 

社会资本细分变量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已有研究认为，这可能与研究地区相对封闭，接触社会交际圈

相对较小，农户间社会关系网络高同质性有关，导致社会资本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并不显著
［28］

。调研发现，武陵山和罗霄

山两个集中连片区很多移民反映家庭急需大笔开支和外出务工求助多为直系亲属或同村相熟邻里，各家情况均差不多，没有显

著差别。 

4 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通过理论分析和对湖南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及周边 7县 24乡 229 户 844 名易地搬迁移民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调查和实证分

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移民生计策略是根据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变化进行重新组合和配置后而动态调整的，移民会考虑选择最符合自身生

计资本禀赋条件、适应迁入地外部环境的生计模式。 

第二，移民生计资本禀赋差异导致了生计策略选择差异。对移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策略具有显著影响效应的因素是自然、金

融、人力和社会资本，其中自然资本为显著负向影响作用，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为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对移民选择农业主导

型策略具有显著影响效应的因素是自然、金融和人力资本，其中自然资本为显著正向影响作用，金融和人力资本为显著负向影

响作用。对移民选择非农经营型策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的因素是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 

第三，自然、金融、人力和社会资本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有显著影响，其中金融和人力资

本是生计策略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关键因素。具体到细分变量，人均林地种植面积、耕地质量、家庭总收入、安置

地交通条件、户主健康水平、土地处置方式等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起到显著影响作用，其中家

庭总收入、安置地交通条件、户主健康水平、土地处置方式具有积极正向作用。人力资本是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

非农经营型转化的显著影响因素。具体到细分变量，房屋结构、固定资产、家庭总收入、非农培训、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安

置地区差异、户主健康水平等对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起到显著影响作用，其中房屋结构、非农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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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安置地经济发展水平、安置地区差异、户主健康水平具有积极正向作用。 

易地搬迁移民生计资本变化影响着生计策略适应性选择，因此要实现移民可持续生计，达到扶贫搬迁脱贫政策目标，在搬

迁后要基于移民生计资本禀赋差异性，因类施策，提供精准帮扶措施，促使移民基于自身生计资本条件做出最合理生计策略选

择。具体政策建议：①针对生计资本水平低的补贴依赖型移民，完善基本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精准对接移民健

康服务需求，减少因病因残致贫返贫移民。②创造条件提高移民人力资本水平，促使移民能够选择收入更高的务工主导型或非

农经营型生计活动，这需要一方面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提高年轻一代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应推进农村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

开展农民非农职业培训，提升移民择业竞争力和就业适应力。③鼓励移民有序进行土地流转，合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确保移

民在取得非农收入同时还可获得稳定财产性收入。④科学规划安置区产业格局，着力为易地搬迁移民家庭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

更好的就地就近就业岗位。⑤合理调整农业结构，完善农林水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

推动自然资本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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